            第十三章   幸福的大学童

在曾经有过的电大天堂里，我是老师。

八二年回到长江仪表厂，带着前三年在电大的劳累與艰辛，我继续以发疯的热情投进工作，八三年被评为重庆市职工教育干部先进个人，它出乎意料地幫忙证明我是“干部”，结出一粒果——八四年，我再次走进电视大学，作为一名学生。

我倍感安慰，种下去龙种，收获的是龙种。

党政干部班是大学专科，带薪读两年，我又回到了天堂。此时，我四十三岁，女儿四岁。

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比我小，最年轻的小我二十，最大的比我年轻十岁，大家叫我齐大姐，也有人叫我“老革命”，我心想，叫“老反革命”才符合事实。

重庆市电视大学本身并无教学基地，只是租用其他学校多余的教室。我们班设在学田湾小学里。

我一脚踏进去，以为自己在做梦，难以置信！这里竟是三十二年前我当“唱歌大王”、“跳舞大王”、“小犯人”的依仁小学！

一九五二年八月，父亲被铁路局开除，全家人从铁路局宿舍扫地出门，从此走上泥泞之路，做梦也没想过这辈子我还会回到这里。命运捉弄人，我与长仪厂争斗得死去活来，什么地方不能让我去，回到这个当“小犯人”的依仁小学来读电视大学？

儿时的欢乐，儿时的屈辱，所有的往事一下子涌到我的眼前。这里那里，到处都可以回忆起我、兴国和同学们游玩嬉戏的情景、我们爽朗的笑声，回忆起十岁的我在队旗下受审，逼令交代父亲的“贪污罪行”，我哭个不停……三十二年过去，“转一个圆圈，又转回来了”，这个大圆圈转得可艰难呵，小学初中高中监狱，街道工业电大老师，职工教育干部电大学生，又转回原处，我内心震颤，头皮发麻，感慨万千。

幸好，命运开始给我补偿，在这里，我又寻到了欢乐。

不少同学，原来是单位当官当头头的，到了此地，谁都不想做领导，无官一身轻。选班主席时有人叫：“沈为民，这个名字就是取来当官的。”最后选了邮电系统的胡建国，他人好，名字也好，好好学习，建设祖国。小组长全部由坐第一排的同学荣任，那是坐在后面的同学们团结一致的结果。全部科代表，由班主席庄严任命。

与这些没有去监狱里滚过的青年人做同学，他们的脑袋没挨过监狱里特殊的锉刀锉，说话做事无拘无束，找个小机会说句大俏皮话：苏联冰箱的质量世界第一，它除尘（剧烈的震动把房间里的灰全抖下地）；班上某人的标准照，眼睛定了，够资格当国家主席；买了一打折价蛋，打开才知蛋里睡着小鸡娃……人际关系很轻松，连选班委之类一本正经的事，也乱了章法，用开玩笑的方式解决得皆大欢喜。

十年监狱已经扼杀了我开玩笑说俏皮话的天才，可是笑功能经过几年的开发，业已逐步恢复，所以，我像个只收入不支出的财迷，讲不出什么笑话逗人，经常借别人讲笑话之机笑口大开，笑的腮帮发酸，笑的肚皮发痛。我觉得和他们一起笑，不存在年龄差异。至于昨日历史的优劣、原职务的高低都过时作废，大家一样，我第一次感觉活了个平等人。

听现代文学录音课，第一盘磁带放出来的声音有波峰无波谷，像个女人在歇斯底里尖叫，找老师换了第二盘，第二盘讲话声音低沉无力，每个字拉得长长的，像垂死的病人在交代后事，直到第三盘才算正常，磁带的坏质量免费提供大家笑呀笑。“写作”课老师讲如何审题，并举“雨后”为例，他说：“雨后怎样啦，雨后做什么啊？”有人小丑似地冒一句：“出太阳！” 大学生们又大笑。我经常被同学们滑稽的言行逗笑得恨不能在地上打滚。

    齐家贞现在胸口上挂钥匙——开心了。

    我认识到，正常人的开心，正常人的欢笑，才是的真正的快乐，这同脱衣裤示众的疯子，或者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当看客的快乐，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发自内心，后者是生病。事实上，疯子的嬉笑怒骂肆无忌惮，并不比哀声欲裂大哭号啕的悲痛少，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罢了。

对许多人而言，电视大学与清华北大及全国其他大学相比，它不屑一顾，二十五年前的我，肯定也是一样。可四川俚语说，“不上高山，不晓得平地，不吃稗子粑粑，不晓得粗细”，上過高山吃過稗子粑粑，有了比较，才知道高山平地，才知道粗细。有得有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這就是生活。生活再塑了我，今天的我，非常知好歹，非常懂感谢，能够坐在教室里听录音，看电视，聆听校内外老师给我们上辅导课，像慈母哺乳，像春风送暖，像细雨润物，学习宝贵的知识，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

苦难是伟大的母亲，她的产儿是珍惜。我懂得了珍惜，珍惜生命中那怕是微不足道的給予，珍惜生命中那怕是一星半点的恩赐，都來之不易，我很知足，满心欢喜。

何况，还有这么多真心人把我当人看，这是我的一笔新财富。“人与人是朋友”，“没有朋友，生活里就没有阳光”，几十年来，这种认识与我同生共长，我渴望友情，视朋友比自己重要。别人也真当我是朋友，我受到尊重，从劳改队的冰水里走进教室的温水池，我就特别被那友好的气氛感动，立即想流泪。

一次，朋友約我去她友人的家，她倆講的事我沒興趣。忽然注意到這個家里有個癡呆兒子，十歲左右，木木的臉，眼睛大得有點走形，無精打彩地坐在角落里。我朝他笑了一笑，他立即向我走过來，嘴半張着，腳有點跛，我心里升起一股憐憫，“你好！”他不回答，雙手一下捧起我的一只手，把手放在他的臉上，头在我的手上转過來转過去，像是拿一張软毛巾在洗脸。我不明白他是要做什么，只讓手順從地由他支配，被动地在他的臉上撫摸。後來我才恍然大悟，这孩子長期被人忽視冷漠，他渴望愛撫，渴望溫情。

一個十來歲的精神殘障孩子，尚且如此，想到我自己。我突然明白了，為什么我被柳其暢幾句話感動得馬上愿意嫁給他，為什么我又被他有你不多無你不少的冷漠嚇得逃之唯恐不及。和这个孩子一样，我也渴望愛撫，渴望溫情。

我和那男孩得了一样的病——饥渴愛撫溫情病。

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去熊正璋蒋开焱的家，他们的丈夫就退居二线，哼哼哈哈笑着听老婆吩咐为客人买这买那。熊正璋把我当贵宾，介绍去她热情的妹妹家搓麻将吃火锅，唯恐招待得不周到；蒋开焱农村送来的腊肉香肠绝不会让我错过尝新的机会，见我天天顿顿吃挂面吃得想吃大挂面（上吊），赶紧送我一罐猪油做调料。吴晓岚提着五斤新鲜桂圆爬坡上坎送到健康路，听说我嗜桂圆如命，专门托人从泸州县买来带到重庆。

刘金刚是个女同学，名字硬，人却非常温软，每次看到我的作文都要哭。她丈夫问：“齐家贞的脸长得圆还是尖？”“地角方圆。”“告诉她不要悲观，她有后运！”

事情很小，话语不多，我，一個小人物，一個“殘障”人，一無錢二無權，他們憑啥要對我好，只为人间的无价之宝，温情。

在这里，我找到了抚摸脸的软毛巾，病，有望好转。

忆起自己当老师时认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只要求及格的学生不是好学生，结果我说人前落人后，现在自己当了学生，也开始这样想。不管复习了多少遍，不管自认为有了多少把握，首先想的就是不至于不及格吧，首先要求的就是及格，五十九分等于零，六十分就是一百分，六十分万岁。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的要求。对于一些我不感兴趣的科目，如国民经济管理，中国经济地理之类，本打算只要求及格，可我班平均成绩一开始就是全市第一，出于集体荣誉感，不能拉大家后腿，每门功课我都不敢掉以轻心。

加上计算机基础语言，我们前后共学了十六门功课。过五关斩六将，大大小小考试无数，当学生真的是很苦。

班上其他同学比我幸运，他们专心一意复习功课，随时都有一个人甚至一帮人在身后打气，当好忠实的后勤。他们在家里成了公主王子，受到家人特别的恩宠照顾，好吃的和高级营养品都现现成成送到书房。不仅物质，更有精神上的支持鼓励。居二线的丈夫妻子或父母兄妹说，都累成这样了，跟我（我们）出去玩两天，太紧张了会把你逼疯。难道为了考试，你要拿命交，不行，你要放松，最多不过考不及格，大不了淘汰回去上班，从半天空掉回实地，这有什么了不起！刘金刚的丈夫更精彩。他说：“你复习考试像在蹲监狱，弄得我在外面也像蹲监狱，一样的受罪。为了救你出狱，我俩同时挖地道，你在监狱里面挖，我在监狱外面挖，你挖得有多辛苦，我也挖得有多辛苦。终于有一天，你考试通过了，我俩的地道也挖到尽头接通，你出狱，我才出得了狱。”
齐家贞命苦，只有份羡慕别人，没福气真正享有。在柳其畅家里，我书看到半夜一两点，他翻个身再睡，从没说一声“太晚了，快睡觉吧” 。我早上二两烧饼，中午二两小面，伙食费告罄谁会在乎，我在他心目中等于无。钱上他扣得紧，温情话也扣得紧，深怕投了资——即使是一句话——拿不回本金，实在难以理解。

我五次搬进柳其畅的家，为的是爱，我五次搬出柳其畅的家，为的是没有爱。读电大半年后，我最后一次搬走，一劳永逸。

连我自己都惊讶，佩服自己像野草一样顽强。晚上与失眠奋勇搏斗，白天与疲劳短兵相接，吃的是不能更简单的食物(偶尔去弟弟家吃一餐人饭) ，住的是不能更简陋的黑小屋，白天也得开灯。

复习期间，整日伏在桌上看书，十五支光小灯，十小時十數小時。偶爾出门转一圈活活血，如果是大白天，看到的人，全都长有无数个头，如果是夜晚，则可见好几个月亮交相重叠，看不清哪一个是真，哪几个是假，因为我在黑暗里呆得太久，出来后眼花缭乱。失眠使我经常头昏得厉害，如果同时又浮肿，那么失眠与浮肿就把我的脑袋变成一个实心铁桶，又重又密实，既装不进东西，也倒不出南北，情形就很惨了。

无论如何，当学生辛苦，但是苦中有乐，先苦后乐，其乐无穷。特别是我这个大学童，我对读书有一种特别的体会，我认为复习与考试是一场争当“百万富翁”的过程。复习功课好比是挣钱，挣钱的过程是艰辛的。你看，书放在桌上，提纲在一旁，什么中国通史，现代文学史……哪一科不是数百个名词，排着长队要你死记硬背，哪一科没有数不清的人名地名时间事件要你熟记，像架背书的机器，多苦多累多难呀。熬更守夜，历尽艰辛，像中国外国那些自己发家成为大富翁的人，像全国闻名的冠生園老板，早期挑着担子一分钱一分钱做买卖，一分钱一分钱积攒，哪分钱不是血汗浸泡出来的，哪分钱不躲着藏着辛酸的故事。日积月累，坚持不懈，钱赚多了装满口袋，口袋撐得要爆了，成了百万富翁。这下可阔气了，有胆量了，可以神气活现地走进最豪华的旅馆，走进最高级的餐厅，不怕他们喊出令人五雷轰顶慌忙找地洞钻的要价了——这就是考试。平时刻苦攻读，积累了真才实学，考试时无论出题的考官多狡猾，无论门类多广，考题多难，你都能得心应手从容对答。考试就是花钱，挣钱固然艰难，花钱可痛快呀！花呀花，大把地拿出去，花钱就是享受——就是大考大好耍了。

其他科目的考试多是死记硬背，四十五岁的我，记忆力还相当可以。有的太枯燥太无兴趣的科目，比如国民经济管理，起初我怎么也记不住。我不得不对自己说，齐家贞，你非背不可！我办到了。推而广之，在任何事情上，有了畏缩，你不能迁就自己，下命令：你行！

考试最倒胃口的“党史” ，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小插曲。最后一道大题，要求评价五八年八届六中全会与七九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这两个全会的决议大同小异，我抛开书本讲了几句走调的看法。交卷出来，我心情极为沉重，还在为中国历史的大倒退，为从五八年到七九年转一个圆圈又转回原地，浪费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二十年光阴而痛心疾首。满以为这种激烈的评论，会遭致老师重扣，结果，“党史” 竟得了九十分。

其实在读电大之前，我就一直没闲过。除了去市工会给各企事业中文教师补课办的培训班学习外，我还去夜校读高二语文班，补习一些古诗词知识。班上的同学小我近三十岁，连任课的老师也年轻我一大截。坐在教室里，小同学疯来打去根本不明白他们来此干啥，最遵守纪律的是我这个老学生，翻书记笔记提问题忙得不可开交，这个愛撫溫情饥渴病患者，现在又患上了文学、古诗词知识饥渴病。

在长江仪表厂里，其它时间我分秒必争忙得团团转，但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三点半至五点，我一个人偷偷跑上四楼广播室(李鳳华给我的钥匙) ，在里面收听电视大学“中文系” 广播的现代汉语和写作基础课 。那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是父亲找别人借钱买给我的。这位过去一心为国为民不顾个人家庭利益的忠臣，在经历了二十三年监狱准监狱之灾，在被剥夺了为国为民奉献的权利之后，他的心就完完全全放在他的女儿和四个儿子身上了。

我把聲音開得很弱很弱，旁人聽不到。这一个半小时里，我既是个贼又是个神仙，既担惊受怕又享受不尽。要不是被楼下一个工人敲门找李凤华，“久走夜路必逢鬼”，害怕别人栽诬“收听敌台” ，我不会半途而废。

我想，这些电大前期的铺路工作，为我电大学业的顺利完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时光如白驹过隙，两年一晃就要到了。

毕业考试中最值一提的是我的毕业论文。

起初，我打算采访五十个右派，想通过他们过去不幸的遭遇，当今的处境和每个人对“反右斗争”的思考，评价这场全国性的反右斗争。这么一桩涉及六七十万知识份子加上被牵连的家属亲友超过百万人的大事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认识不少右派，他们被社会抛出常轨，在政治经济生活的各方面被歧视被践踏被扼杀，产生出不计其数的家庭个人悲剧，家庭个人悲剧的叠加就是社会的悲剧。每个人就是一本书，书的叠加就是历史。我愿意一头栽进去，用我的灵与肉同他们一起，再经历一遍他们的灾难，与他们一起思考，共同再现这段历史。历史是国家的指纹，不可更改。

后来，我又想过写一篇当时社会上开始时兴的宗教热的研究报告。受无神论灌輸几十年的中国人，一下子掀起了宗教狂热，重庆市区郊区到处传说出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什么多少人求到了仙水仙药，什么过去的冤家邻居现在手牵手一同去教堂听经，七老八十的男女冬天泡进长江冰水里受洗礼，无一人生病……都是解放后不曾听说不允许传播的事情。告诉我这些故事的人都是我过去就认识的人，有的是他们亲生经历的。这个现象非常耐人寻味，宗教的力量竟然如此非同寻常，它从人的心里改变人，实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不可小视。

这些都是相当敏感的话题，我当时已有出国打算，怕观点尖锐，太冒犯上面，都放弃了。

最后，我选择写一篇文学评论，题目是《浩瀚的黄河，还是涓滴的蒸餾水——试谈丛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

我不知悔改的傻劲，胆敢向当时大名鼎鼎的丛维熙挑战。

丛维熙笔下的男女主人公范汉儒和陶莹莹在“大墙”内真诚相爱了十多年，八十年代初当范汉儒得知陶莹莹早年被打成右派，泅水出走，游至江心被抓获，犯的是“叛国”罪后，便毅然与她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作者至此完成了他的写作使命，塑造了一个爱黄河如命的“华夏之魂”，一个“爱国主义”的典范，范汉儒。陶莹莹自卑自贱，“我是黄河的不肖子孙”，自觉无脸再做黄河母亲的女儿。

对于丛维熙的这篇小说，本人最有发言权，我不仅在监狱正式当犯人十年（并非丛维熙笔下的劳教，准监狱准犯人），不仅对里面的情景闭目能詳，更因为我就是真实生活里的陶莹莹，我父亲就是真实生活里的男性陶莹莹，我的同犯朱艳霞杨金凤等等也是真实生活里的陶莹莹。我最清楚被五七年的政治風暴嚇得靈魂出竅的年輕醫生陶莹莹，打成右派后为什么出走，判她“叛国罪”是何等的冤枉；我最清楚祖国母亲在陶莹莹们心中的地位，以及“出走”与“爱国”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我用我全部的热情与努力为陶莹莹们呼喊，为陶莹莹们冤屈的一生请命。

首先，我要求丛维熙为他笔下的冤魂陶莹莹平反。

范汉儒与陶莹莹都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不同的是陶选择了出走，因此她受到作者的诛杀。对此我说：“作者实在太厚爱范汉儒，把他描写得十全十美；作者实在太鄙薄陶莹莹，对她倍加指责。既然范汉儒是旋风中的一片树叶，难道陶莹莹会是旋风中的万吨铁砧？既然范汉儒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难道陶莹莹会得到命运的特别恩宠？都是被卷到半空的树叶，我们又怎么能过分计较这片树叶掉落在什么地方！”“陶莹莹，一位涉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被五七年的极‘左’旋风刮得灵魂出窍，不知所措，为了寻找一条活路，她出逃了。这有什么过错！在强大的主宰一切的历史面前，一个弱女子，一颗小沙砾，她有多大的能耐可以扭转乾坤？她有多阔的肩头能够力举千钧？这么伟大的时代，尚且要发生差错；这么庄严的历史，尚且要出现癫狂。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苛求一个弱女子，要求她攤派时代历史的责任？”

我进一步指出，作者“把祖国当成超时空的抽象概念，把爱国主义变成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变成凝固僵死的宗教信条，” 丛维熙主張“无论陶莹莹有罪但已悔改，还是根本无罪冤案一桩，总之，都要被宗教裁判所定为死罪，成为宗教祭坛上永远的牺牲”。我的結論是，“毫無疑問，我们热爱亲爱的祖国母亲。但对那些人为强加在母亲健康肌体上的极‘左’瘟疫，我们是不能去爱的。祖国母亲与极‘左’的瘟疫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难道我们能够欣赏销蝕母亲生命的溃疡？难道我们会亲吻使母亲疼痛难忍的浓疮？当然不能！”

范汉儒坚认：“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有贞操，一个炎黄儿女最大的贞操莫过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别的错误都能犯了再改，惟独对于祖国，她对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她不能有一次不忠”。美丽忠诚的陶莹莹“更感到无地自容，祖国宽恕了我，我不能宽恕自己”，对范的感情“我没有资格来获得”，从而为范汉儒抛弃陶莹莹奠定了理论基础，使陶莹莹成为“黄河”母亲的“弃儿”。对此，我写道：“浊浪排空，一泻千里的黄河，她汇聚了源头的一切细流，从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腹地上流过，携走了黄土高原上的水分，也挟带了黄土高原上的泥沙。她的精灵在哪里？她的精灵就是昼夜不停的黄水，她的精灵就是裹夹其中的泥沙。除去了黄水泥沙，她就会枯竭，就停止了生命。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您不是蒸馏水！您的爱不是常量，您广阔的胸怀既包容了没有犯过错误的子孙，也慷慨地容纳犯了过错愿意改悔的儿女。”“历史将宣布陶莹莹无罪，就像已经宣布乘坐‘零零二’号小艇出逃的马思聪一家无罪一样。”

论文答辩进行得很顺利。主答辩老师曾是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得者，“四川外语学院”英国文学系教授林亚光，他当过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坐过近五年牢，此外还有市电大教师苏瑗，市政法学院助教吕岱。他们提了几个为丛维熙观点辩护的问题，我面红耳赤毫无惧色地据理驳斥。林教授同意我“出逃不是叛国，要具体分析”的观点，念了几段我写得较好的章节予以肯定，他还用提问的方式表达与我看法相左的地方。他问：“你认为像范汉儒那样的人是不可能有的吗？”我答：“问题是他被作者美化成完人，不是历史的人时代的人物质的人了，不可信。”辩论快结束时，林教授谈心似地说：“事实上有这样的人，始终相信自己不是右派，是被冤枉的。他們开初打成右派，后来成了极右，又上升成反革命，由劳教变成劳改，还是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我相信，这是指的林教授自己，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

在答辩过程中，我曾一时激动起来，忍不住大声疾呼：“我有双倍的责任为陶莹莹伸张正义。我既是该文的读者，又是真实生活里的陶莹莹，为所谓叛国投敌罪坐了十年牢，如果没有给我平反，我仍然是一名冤屈的灵魂，一名劳改释放犯，哪有资格作为电大学生，参加今天的论文答辩，为陶莹莹扬眉吐气。现实中的陶莹莹落实了政策，她要求丛维熙也为他笔下的女主人公，那位‘死’于曲解了的‘爱国主义’，和粉饰了的极‘左’路线刀下的陶莹莹平反落实政策。她理应毫无愧色地成为黄河的好女儿，与范汉儒平起平坐享受爱情的恩寵。”

宣布我本人坐过十年牢，像一滴水掉进了油锅里，着实使在坐的老师和等候答辩的同学们大吃一惊，太出乎人们意料了。坐在电视大学毕业论文答辩席里的陶莹莹为小说里的陶莹莹舍命抗争，那是很富有戏剧性的。林教授当即让记录暂停，他要同我讲几句题外话。他问：“你也给打成右派了？”我答：“没有，当时岁数小了一点，中学里没有展开反右。”便简略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林教授问我看了高尔泰最近对王蒙、张贤亮、丛维熙几篇小说的批判没有，我不无惭愧地告诉他没有。他又问我对红极一时的青年導師曲啸有何看法，我说没读过他的文章，只听说厂里工人通过电视听他的演讲，讲到曲啸的父亲被苏联军车压死，为了中苏友好，他不追究责任不要求赔偿，一桩命案也友好过去了，工人们一面听一面在下面骂。林教授问我看过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吗？我说看了，我还写了一封信给刘宾雁，赞扬他是“好样的”。看了丛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我也给他写了封信，骂他是“卖假药的”。

我告诉林教授：“不过，我只是写着玩而已，两封信都没有寄出去，都放在抽屉里。”

对于我某些激烈的甚至是偏激的观点，相信老师们是有些不同见解的，但他们表现得很宽容很讲理，是在进行学术探讨争辩，这个宽松的环境，令我很超脱，发挥得很自如。临末，林老师问我打不打算发表，我说自己“是个无名小卒，不知天高地厚，发表出去太伤害丛维熙了”。苏瑗老师说：“怕什么，就是要尖锐。”我说我有太重的个人情绪掺杂其中。林教授说：“是要有个人的感情。”见他们如此鼓励我，我答应考虑一下再说。其实，我根本不想发表，怕惹祸，怕影响我申请出国留学，这是我一生的梦，我不愿意我一生的梦被一篇文章捣毁。

最后，老师们说我对自己的论点能“自圆其说”，对我论文指导老师骆隽文给予我“笔锋犀利，思路清晰，形象生动，颇富文采”的评价，认为“是不过分的，是符合她写的文章的”。结论是“文章有新意，答辩也很好”，得了“优”。

一个月来为写这篇论文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都有了回报，这当然是可喜的。但真正令我痛快淋漓的原因是我为正义发出了呼声，哪怕这个呼声很微弱，哪怕听众很稀少，它毕竟是我出狱后的第一次。

我在为陶莹莹一生辩诬的同时，难道不也是在为自己、为父亲和张莹莹李莹莹的一生辩诬；在为陶莹莹一生雪耻的同时，难道不也是在为自己、为父亲和张莹莹李莹莹的一生雪耻；在为陶莹莹讨回公道的同时，难道不也是在为自己为父亲和张莹莹李莹莹讨回公道？为那些被玷污的美丽的心灵，为那些被糟蹋掉的青春岁月，为那些被扼杀的或大或小的抱负，为一切被剥夺断送的人生欢乐，个人幸福，公开招魂，魂兮归来哟！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的毕业论文，和一九八二年九月法院发给父亲和我的“宣布无罪”的冷冰冰的平反纸以及发给张莹莹李莹莹们同类的平反纸相比，前者是冤海沉船的重见天日，后者是隔靴搔痒的官样文章。这不能不认为是我人生中意味深长的变化。

两年电大，我象个孩子，每一天都获得新的知识，每一天都有人间温暖送往心里，有生气有波澜，生活有了色彩，心，慢慢活过来，。

三年电大辅导老师，两年职工教育干部，两年电大学生，像一级一级阶梯把我提升至新的平台，生命中的冰雪开始融化，我几十年来一点一点“微分”出去的，人生不可或缺的珍宝——尊严，自信，勇气，幽默感，笑声……又一点一点开始“积分”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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